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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族群政治背景下的埃塞俄比亚
与厄立特里亚关系探析

王益明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民族政策按照

执政民族的不同可分为阿比西尼亚帝国时期的单一国族认同政策、
门格斯图军政府时期的民族自治政策和从过渡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

民族联邦自治政策。 随着民族政策的推进与演变， 埃塞俄比亚的族

群政治发展迅猛， 形成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的情况。 埃厄两国关

系由敌对到和解的转变反映了埃塞各届政府基于族群政治博弈下的

政治重心由北向南的地域性转移。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埃

塞俄比亚当前的国家安全重心逐渐由保证领土安全转向维护国内政

治稳定。 民族自治政策下埃塞俄比亚国内各民族激化的政治诉求在

埃厄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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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非洲之角地区的埃塞俄比亚 （以下简称 “埃” 或 “埃塞”） 与

厄立特里亚 （以下简称 “厄”） 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影响着周边国家的安

全局势。 历史上， 埃厄两国关系复杂， 总体上经历了多次分合。
公元 2 世纪至 9 世纪， 厄立特里亚是作为阿克苏姆帝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而存在。 随着阿克苏姆帝国的衰落和邻近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扼守红海咽喉的厄立特里亚沿海地区在 16 世纪遭奥斯曼帝国侵占。 1869



年， 随着意大利殖民者的到来， 厄经济与工业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并

建立了一套相对现代化的行政体系， 整合了原本较为分散的境内各族群。
相比于当时仍属于封建农业国家的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具有更多现

代国家认同。 二战后， 在英美等国的推动下， 联合国为满足埃厄双方需

求作出了将埃厄合并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决定， 但海尔·塞拉西一世仍强

行在 1962 年将厄划为埃塞的第 14 个省， 并对厄立特里亚反抗活动采取武

力镇压， 此举激化了厄人民对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强烈诉求。 此后， 门

格斯图军政府依然延续了对厄强硬政策， 依然坚持对厄立特里亚的主权

要求。 于是，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简称 “厄人阵”） 借埃塞国内民族问题尖锐之际， 以独立建国为条件与格

雷人民解放阵线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简称 “提人阵”） 等埃

塞反政府武装合作成立联合战线， 推翻了门格斯图军政府统治。 1993 年

厄立特里亚举行全民公决正式独立， 但埃厄边界划分问题始终悬而不决，
埃厄两国因边境牧地划分、 出海港使用权等问题所引起的双边冲突频繁

发生， 双边关系长期低迷， 直至 1998 年爆发埃厄战争。 争论焦点在于：
埃塞坚持以 1962 年塞拉西所划厄立特里亚省界作为厄立特里亚共和国国

界； 厄方坚持认定意大利殖民统治时期划分的厄立特里亚边界为合法国

界， 并收回阿萨布 （Assab） 等出海港的主权。
自 2000 年停战后， 两国长达近 20 年的不战不和 （ no war no peace）

状态是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的一大变数。 2018 年埃塞新总理阿比·艾哈迈

德·阿里 （Abiy Ahmed Ali， 简称 “阿比”） 上任， 埃厄两国关系正常化

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议题， 为此阿比政府不断向厄政府释放和平信号。
2019 年， 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终于达成一致， 结束了多年 “不战不和” 的

紧张状态。 这一和平成果不仅与埃塞新一任总理阿比为推动和平所作出

的努力有关， 而且与埃塞各届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执政表现有着紧密的

联系。 作为一个联邦议会制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政党多以族群政党的

形式进行政治活动。 因此， 本文认为， 埃塞俄比亚最终放弃长期以来对

厄敌对的姿态， 主动向厄方抛出橄榄枝并实现和解并非偶然， 是以阿比

为代表的埃塞执政党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中的奥罗莫族力量在

进行了国内外各层利益权衡之后所做出的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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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埃塞俄比亚民族政策演变与族群政治的发展

作为一个拥有 3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阿克苏姆 （ Aksum） 王朝文

化的发源地， 埃塞俄比亚拥有较为复杂的民族结构。 目前埃塞俄比亚官

方认定其境内共有 80 余个民族， 其中奥罗莫族 （Oromo） 为第一大民族，
其次是阿姆哈拉族 （Amhara）、 提格雷族 （Tigray）， 这三大民族由于人口

占比较高， 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除此之

外， 还拥有索马里族 （Somali）、 锡达莫族 （ Sidamo） 等多个民族， 其民

族种类繁多且语言、 文化差异较大。① 但是在门格斯图军政府执政之前，
埃境内各民族多以和谐相处的形式共同生活， 除奥罗莫人反抗埃政府

“内殖民” 的多次抗争外，② 民族间有组织的大规模冲突少有发生。 近年

来， 随着埃塞俄比亚各民族认同的加强， 各民族政治利益诉求不断增多，
以民族为划分依据所组建的政党活动逐渐积极， 自身民族利益成为埃执

政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的角度观之， 埃塞俄比亚族群政治的发展与埃各届政府所奉

行的民族政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根据政府性质的不同， 可将埃塞俄

比亚的民族政策划分为阿比西尼亚 （ Abyssinia） 帝国时期的单一国族认

同政策、 门格斯图 （Mengistu Haile Mariam） 军政府时期的民族自治政策

和从过渡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民族联邦自治政策。
在阿比西尼亚王朝时期， 埃塞俄比亚主要奉行单一国族政策， 在此

期间， 以阿姆哈拉族为核心的领导阶层通过将阿姆哈拉语定为国语、 禁

止使用其他民族语言等在非阿姆哈拉地区强制实行阿姆哈拉化等方式，
将阿姆哈拉民族认同上升为国家认同， 淡化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使非

主流民族文化不可延续。 这样一种 “内殖民” 式的 “专制同化” 民族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阿比西尼亚统治集团维持其国家疆域范围有所帮助，
并推动了西方意义上民族国家的产生。③ 但是， 统治者的这一政策并未有

效抑制各民族对身份的强烈认同， 反而刺激了各民族尤其是南部奥罗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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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民族对阿姆哈拉人的不满情绪， 长期被阿姆哈拉人视为奴隶的奥罗

莫人就此爆发了多次抗争。
1974 年门格斯图军政府执政后吸取帝制统治时期单一国族政策的教

训， 将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视为其政治统治的第一要务， 同时， 军政府

积极借鉴了苏联的民族理论， 在强调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行地方自

治主义 （Hebrettesebawinet）。① 具体而言， 军政府建立了 “埃塞俄比亚民

族研究所”， 基于 “共同语言、 共同文化和历史、 共同区域和有限的经济

自治” 四方面的标准， 在埃塞全国范围内开展 “民族识别” 运动， 先后

识别出 70 余个民族， 根据民族自治的成果， 军政府参考苏联、 中国在处

理多民族共存问题上的成功经验，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并在 1987 年宪法

中明文规定埃塞民族的多样性、 各民族平等的地位， 鼓励各民族发展各

自的文化、 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 同时， 军政府秉持社会主义共有的平

等、 公正、 合作的理念， 将更多非阿姆哈拉族人士招入政府部门进行工作。
在军政府地方自治主义的助长下， 埃塞国内各民族认同增强， 由于军政府

在土地改革等具体措施上对部分民族聚居地的强行国有化， 埃塞国内以

“厄人阵”、 “提人阵”、 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 （ Oromo Peoples’ Democratic
Organizatio， 以下简称 “奥民组”） 为代表的各大民族政治组织相继成立，
各民族所领导的政治活动以民族认同为纽带逐渐从村社向民族地区扩

散。② 最终在以厄人阵、 提人阵为代表的民族武装联手合作下， 门格斯图

军政府独裁统治结束， 但其推行的民族自治政策对其后埃塞俄比亚联邦

民主政府下的各民族政党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不可忽视。
1991 年由提格雷族、 阿姆哈拉族、 奥罗莫族等 20 余个民族武装联合

成立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以下简称 “埃革阵”） 成功从军政府手中夺取政权并成

立了过渡政府。 武装革命的成功不仅代表着门格斯图军政府的倒台， 还

代表着埃塞俄比亚统治阶层民族从阿姆哈拉族到其他民族的转变， 一直

以来被政治边缘化的提格雷族和奥罗莫族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出身于提

格雷族的领导者梅莱斯 （Meles Zenawi） 在其上任之初就面临着国内各民

族高涨的民族意识与争取民族平等的诉求， 鉴于之前各届政府统治时期

所奉行的民族政策的失败， 埃革阵政府一方面继续军政府时期的基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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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对民族的定义的民族识别工作；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按照民族聚居的

实际情况对各民族地区进行联邦划分， 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和保护

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与权利。
1994 年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宪法》 将奉行 “在民族区域自

治基础上的联邦制” 纳入其中。 根据宪法规定， 埃塞根据各民族聚居的

情况对行政区作了重新划分， 将省改为行政区， 随后于 1995 年埃塞俄比

亚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 又对区划作了调整， 按照当地多数民族的原

则将全国划为 9 个州和 2 个特别市。 在联邦框架下的各民族州享有包括分

离权、 立法权、 行政权、 确定各州工作语言在内的高度自治权。 为照顾

各民族利益， 宪法规定在内阁、 人民代表院、 政府部门中以人口比例的

原则进行职位分配， 逐渐改变长期以来阿姆哈拉人独揽一切的状况。 根

据埃塞俄比亚 1993 年颁布的 《政党登记法》， 政党可按全国性政党、 地

区性政党两大门类进行登记， 各民族政党建设也在联邦政府成立后实现

较快发展。①

自过渡政府开始埃塞俄比亚所推行的民族联邦自治政策在实现政权

稳定的同时平衡了各民族利益， 以实行联邦制的方式满足了各民族政治

利益的表达， 以认可民族政党的方式促进了各民族的政治参与。 一方面，
民族联邦自治政策的推行使得埃塞国内各民族政治实体合法化， 埃塞国

内各民族对自身族群的认同加深， 国族认同被削弱， 南方民族对自身长

期以来被 “内殖民”、 剥削的劣势地位而产生的不满中央政府的情绪加

重， 埃塞国内民族政治逐渐实体化、 碎片化。 另一方面， 实行民族联邦

制更加强调了埃塞俄比亚各民族认同的差异性， 对于人口较少但处于领

导阶层的提人阵维持其统治、 防止各主体民族达成共识挑战现有政权提

供了有效的空间。
然而， 从整体格局看来， 埃塞俄比亚国体的几次改变并没有带来地

区势力之间的平衡， 中央政府仍一直持续推行其以北方为重的发展战略。
由于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在埃革阵中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埃塞政府多

将政策重心置于北部提格雷州、 阿姆哈拉州和 2 个特别市， 并支持成立

提格雷人生产修复捐赠基金会 （ Endowment Fund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Tigray， EFFORT） 来发展北部提格雷地区的基础设施与工业， 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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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多处于劣势地位的南部各民族的需求。① 例如在 1995 年划分民

族州时埃塞政府无视南方奥罗莫族的传统分布情况， 将部分奥罗莫族划

分至其他民族州管辖范围内， 这一现实情况也助长了奥罗莫解放阵线

（以下简称 “奥解阵”） 等分离主义势力力量的增强。 除此之外， 赋予各

民族州过多的权力也催生了埃塞狭隘民族主义的发展， 比如散布在各民

族州内的其他民族遭遇的 “民族清洗” 现象， 过于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代

表着埃塞各民族对国家认同感的下降， 埃塞作为一个国家主体的立足之

本正在受到各民族力量的挑战。

二 “以北为重”： 梅莱斯执政前期的埃厄关系

梅莱斯作为 “提人阵” 的核心领导人物， 在推翻门格斯图军政府的

革命战争中与厄立特里亚以伊萨亚斯为首的 “厄人阵” 长久以来保持着

良好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埃塞过渡政府成立之初就承诺将在厄立特里亚

人民公决通过的情况下支持厄立特里亚独立。 因此在 1993 年厄立特里亚

独立前期， 埃厄双方曾度过一段蜜月期， 双方在阿萨布等港口主权归属

上虽未达成一致， 但承认埃塞俄比亚可拥有马萨瓦 （ Massawa）、 阿萨布

两处港口的使用权， 避免埃塞陷入彻底沦为一个内陆农业国的窘境， 而

厄立特里亚人民所食用的传统农业作物大多生长在埃塞俄比亚， 高度的

相互依赖关系推动两国在厄独立后迅速签署了 《友好合作协定》， 高层往

来频繁并结成货币联盟。②

然而， 同为多民族国家， 两国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却大相径庭。 埃塞

的民族联邦自治制度赋予各民族州包括分离权在内的一系列权力扩大了

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 而厄立特里亚政府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政策，
民族通婚、 杂居等情况在厄境内普遍存在， 人民多以厄立特里亚国民的

身份进行认同。 因此， 相比于厄立特里亚人民，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国家

认同远低于族群认同， 因此在梅莱斯临时政府成立后， 以南部地区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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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阵、 欧加登民族解放运动 （ 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以下简称

“欧解运”） 为代表的各民族武装力量退出临时政府， 在南方各州引发骚

乱、 不承认梅莱斯当局， 但这一系列活动都遭到了埃塞当局的武力镇

压。① 相比南部地区方兴未艾的分离主义暴动， 以阿姆哈拉州和提格雷州

为首的北部地区的发展与国土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以提人阵为首的埃塞联

邦政府执政初期的核心利益， 埃厄政府在边境问题上的悬而不决限制了

以游牧业为主的提格雷族人的发展， 尽管梅莱斯政府在 1993 年提出的

《新经济政策》 大力推动了埃塞国内基础设施建设， 但受制于作为一个内

陆国的实际情况， 埃塞俄比亚的国民经济仍然发展缓慢， 世界银行的数

据显示， 自 1993 年埃厄分家以来， 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持续

走低， 而厄立特里亚因为拥有良好的、 继承自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和红

海西岸狭长的海岸线、 优良的港口，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独立以来持续

保持增长的态势。② 经济发展差距使得梅莱斯政府在国内受到了以提格雷

族为首北部势力的批评与指责， 后者对梅莱斯政府就厄立特里亚独立问

题上所采取的态度表示失望。
在民族联邦自治政策推行伊始的背景下， 埃塞国内各政治实体之间

的矛盾并未明显爆发， 大体上各民族政党仍处于以人数较少的提人阵为

核心的埃革阵的伞状政治结构下， 为了保证国内民族政治的相对稳定、
加强国力建设， 梅莱斯政府通过发动对外战争的方式强化埃塞国族认

同。 在这样的背景下， 梅莱斯政府在执政初期主要采取了 “以北为重”
的族群政治偏好。 具体行为方面， 梅莱斯政府于 1998 年联合边境委员

会会议召开之前强行将北部巴德梅等争议地区划入提格雷州地图内并引

爆埃厄战争是基于三点考虑。 第一， 提格雷族群内部诉求。 巴德梅附近

的 400 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可为提格雷人游牧提供广阔的空间与丰富的

自然资源。 第二， 国内经济发展的诉求。 厄立特里亚在其独立后仍使用

埃塞货币比尔， 因此厄巧妙地利用两国物价差异将进口的埃塞物资转手

卖给第三国以赚取外汇， 造成埃塞市场物资短缺， 梅莱斯政府试图通过

发动战争的形式增加税收并进行大规模工业和人力动员， 加速埃塞国内

经济发展。 第三， 淡化民族矛盾， 维持提人阵政权的稳定。 如上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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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此时的埃塞政府在国内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上存在以北为重的政策倾

向， 南部奥罗米亚等地抗议冲突时有发生， 但都在国家框架内进行， 并

受到当局的及时镇压， 为强化国族认同， 巩固在民族人数上并不占有优

势的提人阵政权， 与国土面积相比更小、 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厄立特里

亚进行一场有把握的战争有助于埃塞国内各民族的凝聚、 加强国族认

同、 强化提人阵对国家的组织与管理、 淡化埃塞人民对提格雷人掌权的

反感。①

在埃厄战争期间， 梅莱斯政府通过教育、 宣传的手段， 将厄立特里

亚的进攻比作意大利殖民主义侵略的延续， 埃塞官方形容的为 “维护

国家领土完整” 而进行的这场战争得到了国内各民族州在人力和财力

上的积极支持， 增进了国家的团结。② 2000 年在双方大量人员伤亡、 经

济损失的情况下， 两国领导人于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议， 协议规定将由

独立的边境委员会 （ Eritrea-Ethiopia Boundary Commission， EEBC ） 于

2003 年裁定两国边境， 埃塞在战争中占有相对优势， 因此在战争结束后

仍保持着巴德梅周边地区的实际控制权。③ 战争胜利为梅莱斯领导的提人

阵赢得了国内局势的暂时稳定和更广泛的民众支持， 在 2000 年举行的埃

塞俄比亚全国大选中， 梅莱斯率领的埃革阵赢得人民代表院中的多数席

位， 继续执政。④

在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联邦独立建国至埃厄战争结束的这一

时期， 提人阵出于对其传统利益、 国内执政安全、 国家边境安全的考虑，
对埃塞俄比亚的族群政治主要侧重于北方与厄立特里亚接壤最多的提格

利尼亚地区。 提人阵通过领导埃塞对厄发动战争的方式， 淡化了民族自

治政策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不利影响， 巩固了其在埃塞国内政坛的绝对优

势地位， 同时， 敌对的两国关系加强了埃塞国民的国家认同， 淡化了南

部奥罗莫族等民族的分离主义暴动， 保障了埃塞国内局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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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北并重”： 梅莱斯执政后期的埃厄关系

以埃厄战争结束作为节点， 此后直至 2012 年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

（Hailemariam Desalegn） 上台的时期可视为梅莱斯执政后期， 因为在这段时

期梅莱斯政府对厄关系较为反复， 虽时有小规模冲突产生， 但大体上仍保

持着 “不战不和” 的状态。 相比北部边界地区的长期僵持对立， 埃塞南

部各民族反对派势力的扩张逐渐影响到埃革阵的执政安全， 因此， 在这

一时期， 梅莱斯政府逐渐重视埃塞国内族群政治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
埃塞国内族群政治开始呈现 “南北并重” 的局面。

在梅莱斯政府赢得 2000 年埃塞大选、 顺利实现连任之后， 埃塞国内

的民族问题再次凸显， 其围绕的主要问题是梅莱斯政府在 2000 年同厄方

签署的 《阿尔及尔和平协议》 （Algiers Agreement）， 双方在协议中商定阿

萨布港的主权归厄立特里亚所有， 巴德梅周边争议地区的归属由边境委

员会裁定。① 对此， 埃塞国内临近出海口的各州人民抱有强烈不满， 其中

东部阿法尔族 （Afar）、 索马里族的不满情绪最为激烈。② 同时， 埃革阵及

其核心成员组织提人阵内部均出现派系分化， 2001 年， 以提沃尔德为首的

“默克雷派” 在提人阵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批评梅莱斯对厄过度迁就、 放弃出

海口、 无视埃塞国内实际需求。 战后厄立特里亚经济、 人口受到严重破坏，
因此厄方伊萨亚斯政府在领土划分等与埃塞仍存争议的问题上坚持按照殖

民时期的领土划分、 沿海港口主权归厄方所有的原则， 但梅莱斯政府对此

无意采取主动出击的姿态， 更侧重于国内经济的恢复、 政权的稳定等国内

工作。 同时， 在民族联邦自治政策和厄立特里亚独立的影响下， 埃塞各民

族政治实体化进程逐渐加快， 阿姆哈拉族、 奥罗莫族等民族开始利用选举、
舆论宣传等方式威胁提人阵的政治地位， 甚至根据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

共和国宪法》 中各州可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独立的规定提出从联邦分离的

要求， 埃国内民族问题迅速激化。 综上， 梅莱斯政府此时面临的来自国内

各民族势力和自身民族内部的执政危机高于外在威胁。 在 2001 年提人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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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会议后， 梅莱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平息提人阵内部民族矛盾， 并

在埃革阵内部发起 “自我革新” 运动， 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打击腐败的

名义解职多名持异见的其他民族代表， 但与其预期相反， 埃塞各民族内部

的反对党力量迅速壮大。 同时， 梅莱斯政府提出 “发展型国家” 理论， 重

点发展埃塞国内农工业、 抑制通货膨胀， 在 2005 年起提出三个 “五年计

划”， 力求在任期内实现埃塞经济复兴， 提升执政合法性。
2005 年举行的埃塞全国大选结束后， 反对党对埃革阵又一次取得压

倒性的选举胜利结果表示质疑①， 对埃革阵操纵选票的行为公开表示反

对， 并在各民族州展开学生运动、 街头游行等抗议活动， 引起埃塞国内

社会骚乱。 在民族政党诉求不断扩张的情况下， 当局对反对派采取更为

强硬的措施， 将很多异见分子关押入狱， 造成奥解阵 （奥罗莫族）、 金伯

特 7 日 （阿姆哈拉族） 的反对派民族政治组织利用海外资金与宣传迅速

发展壮大。 国内各民族反对势力的壮大和各民族势力内部就对厄关系走

向上产生的分化， 促使梅莱斯政府对 2007 年联合边境委员会裁定结果仅

表示反对， 虽在边境进行驻军， 但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同时， 梅莱斯

考虑到厄立特里亚在埃厄战争中国力受损严重， 不足以再次发动战争，
因此， 长期维持 “不战不和” 的双边关系是梅莱斯政府继续维持其提格

雷人领导地位， 缓和各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矛盾的最佳方案。② 这一时期

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塞执政党埃革阵受制于国内各族群反对派力量和国

民的发展需求， 逐渐将政治重心南移， 但由于与厄立特里亚在港口使用

和边界划分问题上仍存在原则性分歧并出于维护提格雷族利益、 保持提

人阵内部团结的考虑， 埃塞当局无意与厄就结束战争达成妥协， 埃塞国

内族群政治呈现 “南北并重” 的局面。

四 “向南侧重”： 海尔马里亚姆执政期间的埃厄关系

2012 年梅莱斯在比利时因病去世后， 来自埃革阵下属南方阵线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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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沃莱塔族 （Wolayta） 政客海尔马里亚姆的上任引起埃塞各界人士

的关注， 究其原因， 作为族群政治中的少数派海尔马里亚姆的履职实则

是埃革阵在 2010 年政府调整时基于稀释民族矛盾做出的决定。① 在 2010
年埃塞全国大选期间， 各反对派和西方政府纷纷指责提格雷人对国家权

力的垄断， 在这一背景下， 埃革阵选择来自南方民族州并一直以来与提

人阵保持亲密关系的海尔马里亚姆作为继承人既可以保证南部民族地区

的相对稳定， 同时也可继续保持埃革阵和提格雷人的政治地位。 海尔马

里亚姆政府在对厄政策上延续了梅莱斯政府提出的 “不战不和” 的总

方针， 但结合其具体政治主张与国内族群政治不断激化的形势， 海尔马

里亚姆政府也多次在埃厄边境作出挑战性举动， 埃厄关系与梅莱斯政府

后期相比变得更加不稳定。② 但从这一时期开始， 埃塞国内族群政治斗

争的核心已逐渐转到南方奥罗莫族等民族因为无法在国家快速发展过程

中满足自身族群的发展需求、 保障族群合法权益而爆发的大规模冲突等

问题上， 北部矛盾因为提格雷人政治实力的相对弱化和厄立特里亚在两

国关系中逐渐变得被动而让位于南部激烈的族群斗争。
上任初期海尔马里亚姆政府对内政策较为温和、 大力推行民主政治，

在对与厄进行和平对话方面持开放态度③， 这与海尔马里亚姆自身曾经

在欧美国家留学期间产生的理想主义情怀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随后埃厄

关系因厄方为在埃塞国内奥罗米亚州制造混乱、 煽动分裂建国的奥解阵

提供政治庇护一事急转直下， 埃方于 2012 年多次指责厄支持埃塞反对

派武装后向位于厄境内的多处 “反动堡垒” 进行空袭。 海尔马里亚姆

政府上任后对厄政策的逐步强硬有利于作为政治边缘力量的南方阵线获

得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革阵的足够信任， 巩固了海尔马里亚姆在执政党

内的地位。④

2014 年海尔马里亚姆提出 《亚的斯及环亚的斯总体发展规划》 （Ad-
dis Abeba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 该方案旨在解决人口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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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的首都地区严峻的住房问题， 以强制征收首都地区周边奥罗米亚州

人民土地的形式扩张首都面积①， 但引发首都周边奥罗米亚州人民强烈抗

议， 在政府的强行镇压和奥解阵的煽动下， 奥罗莫人迅速将此事由民生

问题升级到民族问题， 奥罗米亚跳出国家框架而独立的分离主义思潮开

始凸显。 为平复奥罗莫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海尔马里亚姆当局承诺为被

征收土地的奥罗米亚公民提供政府住房， 同时， 海尔马里亚姆政府同意

开放媒体、 允许言论自由。 针对愈演愈烈的奥罗米亚独立建国思潮， 海

尔马里亚姆政府尝试再次利用国内的反厄情绪强化国族认同， 自 2012 年

埃厄边境冲突以来， 埃厄关系始终处于战争边缘的状态。 海尔马里亚姆

政府虽然在 2015 年大选中成功连任， 但因国内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 各

民族利益未兼顾等问题饱受指责。 2016 年海尔马里亚姆政府在没有任何

征兆的情况下， 以维护领土主权的名义在索罗纳地区对厄发动的自埃厄

战争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实质上是其为缓解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的无奈之举。② 但由于厄立特里亚政府无力支持大规模战争和联合国等国

际力量的限制， 这次的军事对抗并未扩大为全面战争， 海尔马里亚姆政

府此举对于缓解国内民族分裂主义问题收效并不明显。 由于海尔马里亚

姆政府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力， 各民族政党内部分化更加复杂， 埃革阵面

临严重的执政危机， 这也造成了 2018 年海尔马里亚姆的主动请辞。③

在海尔马里亚姆执政后期至阿比政府上台之前， 埃塞国内政治环境

较为混乱， 大量海外流亡人士陆续获准回国， 政治异见人士得到释放④，
在政府政策逐渐宽松和民族自治政策的影响下， 以提人阵为核心的埃革

阵内部各民族组织力量迅速膨胀， 奥民组与阿民运纷纷改组为党， 分别

建立奥罗莫民主党 （Oromo Democratic Party， 以下简称 “奥民党”） 和阿

姆哈拉民主党 （Amhara Democratic Party， 以下简称 “阿民党”）， 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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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革阵中扮演与提人阵拥有同样权力的角色①， 这为阿比政府上台以来在

国内外事务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创造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这一时期埃塞国内各族群对执政党的威胁程度已明显高于埃厄冲突，

族群政治重心开始出现南重北轻的倾向， 埃当局已难以利用人民的反厄

情绪强化国族认同， 奥罗莫族、 阿姆哈拉族等多个民族的反对政党已严

重威胁提人阵的执政安全和传统优势， 埃厄关系尽管仍有反复但还不至

于威胁埃塞国家领土完整与以提人阵为首的埃革阵的执政安全。 相比之

下， 跳出民族自治框架的南方奥罗米亚州等地的分裂主义运动不仅干扰

了埃塞国家安全稳定， 同时也阻碍了埃塞经济的快速发展， 埃塞作为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本质受到严峻挑战。 在此期间埃厄在边境上的几

次冲突规模均不大， 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海尔马里亚姆政府为缓和国

内民族矛盾、 强化国族认同所采取的政治手段， 埃厄关系虽有反复， 但

已不再是干扰埃塞政府执政安全的首要威胁。

五 “以南为重”： 阿比上台以来的埃厄关系

2016 年奥罗米亚州选举产生地区领导人勒玛 （Lemma Megersa）， 同

时， 南部奥罗莫族等民族逐渐走向政治实体化、 合法化的道路， 南部民

族的政治实力逐渐强大与提格雷人政治地位的迅速下降， 再加上奥罗莫

族强大的人口基础， 使埃塞国内政治重心南移。 彼时， 因为政治方针的

不同， 奥罗莫族内部开始呈现复杂的党派分化， 南部族群政治由族群间

矛盾转化为族群内部矛盾， 在这一背景下， 埃塞国内族群政治总体呈现

“以南为重” 的局面， 长期僵持的埃厄关系在这一时期迎来和平解决的

契机。
在勒玛等人的努力下， 南部奥罗莫人的政治诉求不断得到实现， 勒

玛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不断强调各民族州的利益， 提出禁止联邦警察

插手各州事务、 落实各州在宪法上规定的合法权利， 加强各州对内部事

务的监管职能。 同时， 在提人阵在埃革阵中的影响力逐渐式微的情形下，
勒玛开始着手调整奥民组内部结构、 更换大量官员， 改变奥民组一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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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附属地位， 在不断加强奥民组实际政治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奥罗米亚

州人民的支持， 对传统民族势力奥解阵在奥罗米亚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
出于个人身份原因， 勒玛于 2018 年埃塞大选前将奥民组主席让位于

阿比， 并对外宣布全力支持阿比参加大选。 自 2018 年阿比成功当选埃塞

总理以来， 他以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作风赢得埃塞国内奥罗莫人和阿姆

哈拉人的支持。 阿比政府与之前各届政府相比更加注重民生与经济共同

发展， 并以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名义颁布废除恐怖主义组织法、 与各反对

派进行会面、 对埃塞政府内部进行改组， 压缩提格雷人在内阁中的影响

力， 与埃塞国内另一大民族阿姆哈拉族保持密切来往、 保持主流民族关

系的稳定性， 并将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迁， 在对外招商引资等方面采取南

部优先的政策偏好， 因此遭到提人阵中强硬派和一直以来鼓吹奥罗米亚

独立的奥解阵的敌视。 从 2018 年 6 月集会期间由提人阵与军方强硬派预

谋发起针对阿比的刺杀活动中可看出， 由于传统政治利益被颠覆， 提格

雷人对阿比政府的不满情绪已开始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
在 2018 年 9 月奥民组改组为奥民党之后， 奥罗莫族群内部分化加剧，

以阿比为首的奥民党坚持国家先行、 各主要民族利益兼顾的原则在首都

地区开发等问题上采取的暧昧态度遭到奥罗莫族群体内以奥罗莫青年组

织 （Queeroo 或 Oromo Youth） 为首的激进派的反对。 自 2019 年起在首都

周边奥罗米亚州引发的多起奥罗莫人反抗征地的骚乱中， 脱离奥民党的

新兴政治实体奥罗莫青年组织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阿比政府在其

传统族群势力范围的威望正在受到来自其内部不断分化的各政治实体的

挑战。 同时， 随着提格雷人政治地位的下降和各大民族利益集团的改制

与分化， 埃塞西部与南部多州内部民族矛盾激化， 如古木兹 （Gumuz） 族

等小型民族群体开始在其族群势力范围内对其他民族进行驱赶， 借助民

族联邦自治政策呼吁脱离原州管辖， 成立新的民族州。① 除此之外， 阿法

尔州军阀势力扩张的事实以及提人阵强硬派主张的分离主义思潮的抬头，
阿比政府深陷国内各大民族群体挑战国家框架、 各自为营的难题。②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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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自 2018 年以来， 埃塞南部各民族发展落后、 基本人权难以得到满足

的现实开始获得大赦国际等国际组织的广泛关注， 南方问题直接影响埃

塞政府的国际声誉与执政基础， 调和南部矛盾、 实现南部稳定发展成为

阿比政府执政期间面临的首要任务。①

相比国内严重的族群危机， 长期处于 “不战不和” 状态下的埃厄关

系对阿比政权的威胁相对较小。 同时阿比政府更强调国民幸福感、 国家

经济等国家民生、 发展问题。 2019 年爆发的军人因待遇问题逼宫总统府

一事让阿比意识到当前埃塞国内民生问题的严峻性， 而创造一个和平的

周边环境更有助于阿比政府缓解持续加剧的国内矛盾， 避免出现内忧外

患的局面。 同时， 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伊萨亚斯自战争结束后就多次因控

制国内言论自由、 一党专政等问题饱受国际社会指责， 战争给厄立特里

亚带来的破坏使其 “元气大伤”， 一直以来都保持着被动防守的姿态， 营

造和平良好的双边关系逐渐成为两国当局的共同需求。② 所以阿比在 2018
年 4 月发表就职演说时对厄发出的和解信号迅速得到阿斯马拉政府的积

极回应③， 不同于往届政府， 阿比政府在履行 2000 年签署的停战协议和

2002 年的联合国裁决结果上主动做出让步④， 承认裁决结果并承诺主动从

巴德梅等争议地区撤军。 随后两国首脑迅速展开互访， 并于 2019 年 7 月

结束敌对状态、 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厄关系正常化不仅将为埃塞赢得和

平的外部环境， 还可以根据国际判决结果， 让埃塞重获位于厄境内的出

海口， 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 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有助于埃塞国家经济

的长期稳定发展。
阿比政府放弃对巴德梅等地区的占领不可避免地触碰了提格雷人的

传统利益， 虽然提人阵在埃塞国内政治改组后的政治权力大不如前， 但

提格雷州的民族激进分子、 分裂主义势力与提人阵强硬派在阿比上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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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阿比以牺牲提格雷人利益为代价换取和平

发展空间的行为， 激起了提格雷州多起抗议示威活动， 直接引发 2019 年

6 月针对阿比的刺杀。 但是， 与逐渐式微的提格雷民族势力相比， 营造和

平的周边环境、 实现经济与民生共同快速发展更有助于稳定阿比政府当

前面临的国内乱局。 阿比在 2019 年 11 月底采取合并埃革阵及附属政党、
成立繁荣党 （The Prosperity Party） 的举措， 进一步改变了各族群势力在

执政党中的结构， 扩大了各民族政党的政治权力， 巩固了多民族联邦制，
并有助于以民族团结为基础将埃塞建设为统一的政治经济共同体。① 然

而， 繁荣党的成立进一步压缩了提人阵的权力与政治活动空间。 事实证

明， 提人阵对自身政治地位的下降， 以及埃厄关系的改善极其敏感。
2020 年 11 月爆发的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冲突， 正反映出提人阵与繁荣党

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埃厄关系逐渐改善的背景下， 提人阵的宣战从

侧面加强了埃塞联邦政府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和平关系， 厄政府表示将

为埃塞俄比亚国家安全与稳定提供帮助， 亦在埃厄边境地区部署军队对

抗提人阵武装力量。② 在一定程度上， 此次提格雷州冲突促使了埃厄两国

政府关系的迅速升温。

结 论

纵观埃塞俄比亚民族政策演进历程可知， 伴随埃塞俄比亚国家转型

与改革进程的发展， 埃塞俄比亚各民族正在被赋予越来越多的政治自主

权， 根据民族政策划分的各民族州和各大民族政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国家认同、 增强了其自身族群认同。 厄立特里亚的独

立刺激了各民族分离主义者寻求更大政治自主性的诉求， 在埃厄分家到

双方交恶再到当前两国实现和解的过程中， 各民族政治力量出于维护自

身族群利益的考虑， 在埃厄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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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而言， 民族自治政策的推行促进了埃塞国内各民族自身认

同的觉醒与成熟， 伴随各民族政治实体化的进程， 以人口数量不占优势

的提人阵为核心的埃塞政府受到挑战。 埃厄战争的爆发在最初一段时间

内暂时保证了埃塞国内民族政治的稳定， 维护了埃塞领土安全与国家发

展。 但伴随埃塞国内发展政策与奥罗莫族等民族之间矛盾的凸显， 原先

政治权益受到剥削的南部各民族逐渐利用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

宪法》 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影响埃塞国内政局、 挑战提人阵的领导地位，
甚至通过社交媒体等舆论渠道鼓励分离主义运动。 相比之下， 埃厄边境

冲突冷淡化的现实预示着两国仍存在和平解决边境争端的空间， 在两国

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 埃厄关系正常化已是两国共同需求， 妥善

处理南方奥罗莫人的利益诉求， 维护埃塞国家经济在安全稳定的国内环

境中稳健发展、 抑制奥解阵等反对派组织试图通过强化族群认同、 分裂

埃塞国家的活动已成为埃塞政府在新时期内面临的更为严峻的考验， 埃

塞国内族群政治的地域侧重逐渐实现了由北向南的转移。

【责任编辑】 宁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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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ICC itself has no executive power， Al-Bashir is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Sudan， and the non-cooperation of some ICC members， the arrest warrant has
not been implemented. In April 2019， Al-Bashir’s regime collapsed in the con-
tinuous wave of public protest， which made the execution of the arrest warrant
for Al-Bashir a turning point. At present， all parties in Sudan have no intention
or ability to prevent the ICC from prosecuting Al-Bashir’s “ crimes” .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people， promote the domestic peace process and
ease the external pressure，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Sudan is likely to
transfer Al-Bashir， which has been the target of public criticism， to the ICC for
trial.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Warrant of Arrest for Al-Bash-
ir； Sudan； Darf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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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the ethnic policies in Ethiopia can
be conclu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stages， which are the single nationalit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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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of Ethiopia， ac-
cording to the disparities in the ruling ideas held by the ethnic groups in pow-
er. With the progres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ethnic policies， the ethnic poli-
tics in Ethiopia burgeons rapidly in which the ethnic identity surpasses the na-
tional identity. In this contex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hange of its diplomatic re-
lation towards Eritrea is the reflection of its transition in regional political balan-
cing based on the ethn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decided by the Ethiopia govern-
ment.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Ethiopia’s national security focus has
shifted from keeping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stabilizing the domestic poli-
tics. Under the ethnic federalism & regional autonomy policy， the intensified
political demands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Ethiopia has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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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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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ain began to gradually pay atten-
tion to the economic value of African colonies. In order to create more em-
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e the
colonial empir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began to transform colon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Among these，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one of the im-
portant content of developing African colonies. Driven by the British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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